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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Globalization: New Philosophy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is not only China's new action to drive its open and global development
but also its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refor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BRI's core theme is
to deploy the Silk Road Spirit (SRS)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while the SRS refers to the idea of pursuing "peaceful and cooperative, open and
inclusive,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and mutual beneficial and win-win situation", which has passed on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on the silk roads.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t a crossroad and needs a new
philosophy to move on, the BRI is likely to offer a Chinese solution to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refor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f so, it will lead the direction of
globalization towards more inclusiveness. In such a sense, the BRI is a call for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a new philosophy for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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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带一路”建设对策研究
Studies for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编者按 “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统筹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重大长远战略，是新时期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旗帜
和主要载体，是我国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事关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建设世界强国和实现“中国梦”。自提出三年多来，“一
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也面临着诸如相关学术研究滞后、缺乏相关人才、统筹协调不够等问题。为此，中央
在 2016 年 8 月 17 日召开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八个推进”。根据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科学妥善处理各类问题和矛盾，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保障我国实现“中国梦”的重大工作任务。
自 2013 年 9 月以来，中科院有关团队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工作，开展了“一带一路”建设系列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为“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规划及后续相关规划提供了科学支撑。为迎接即将于 5 月份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院
刊》特设立“‘一带一路’建设对策研究”专题，邀请院内外专家针对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撰文，以期为进一步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提供思路和经验。该专题由刘卫东研究员指导推进。

“一带一路”: 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刘卫东1,2,3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北京 100049

摘要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旗帜和主要载体，也是我国推动世界
经济治理改革的尝试。其核心要义是利用“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其中“丝路精神”指在“丝绸之路”上薪火相传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的精神。在经济全球化进入“十字路口”和迷茫区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
改革世界经济治理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机制改革的
一面旗帜，为 21 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新的哲学思维，将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关键词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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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旗帜和主要载体，也是我国推动世界
经济治理改革的尝试。该战略源自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
间提出的两个倡议：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总书记提出与中亚国家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总书记提出与东盟国家
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 2013 年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一带一路”成为
一个专有名词，特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 年3月28日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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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上，经过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布了《推
民粹主义
亦称平民主义，是相对于精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1]。

英主义而言的一种政治哲

2016 年 8月17日，中央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学，把普通民众的权益作为

提出“八个推进”，并强调以“钉钉子”的精神把“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政治工具。强调依靠平民大
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

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在国际上产生

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

着愈来愈广泛的影响。不但沿线国家普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而且一些处于观望或视而不

决定性力量。右翼民粹主义
的主张接近民族主义，即认

见的发达国家也已开始重新审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剧烈变化，

为民族利益至上。

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退
TPP

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并计划撕毁多边贸易协定，使经济全球化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趋

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势。在此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必将承担更为重要的历史责任，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

（The Trans-Pacific Partn
ership），是2002年由亚太

稳定器和发动机，以及推动经济全球化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本文将分析“一带一路”建设的

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新

宏观背景，讨论经济全球化的机制与局限性，并从推动经济全球化改革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一

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
四国发起成立的多边贸易协
定，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
自由化。2008年美国宣布加
入该协定，并主导了后续谈
判。2016年，12个成员国正

带一路”建设的内涵，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将为 21 世纪的世
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新的哲学思维，为当前低迷的世界经济亮起一盏航灯。

1 “一带一路”建设的宏观背景①

式签署了TPP，但 2017 年1
月美国宣布退出 TPP。

“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统筹国内外形势变化制定的长远、重大战略，是我国
发展到特定阶段以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总体上看，无论是我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及
其转型升级的需要，还是当前世界格局和世界形势对我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需要，都要求我
国必须及时转变观念，更多地从全球视野去思考问题、谋划资源配置[2]。唯有如此，才能推动
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设世界强国，实现“中国梦”；也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治
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近 40 年来，全球社会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其驱动力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
看似包罗万象，但其核心现象是在制度、经济和技术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为
一个紧密的社会经济空间，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愈来愈强。其突出特征是投资和
贸易自由化，具体表现是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生产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快于贸易增长、跨国公
司数量和势力不断上升、生产方式转变（特别是零部件“外包”日趋流行）导致了紧密的全球
生产网络等。从结果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曾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1970—
2010 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了 3.16%，总规模增长了 3.47 倍。另一方面，全球化也
加剧了世界各国（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其中大量发展中国家获益较少。在发达国家内部，大
公司及其高管获益最多，基层民众获益少。这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社会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根
据扶贫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的研究，2016 年占全球总人数1%的富人群体所拥有的财富超

① 本小节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第一章相关内容提炼而成。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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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余 99% 全球人口财富的总和②。因此，如何在推进全

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 24%。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避免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是全球实现

以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保持在 30% 左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右。如此庞大的经济体（2016 年为 11万亿美元）必然

与此同时，借助全球化的力量，近 40 年我国实

是塑造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美国特朗普政府的

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新政”落地，国内外不少媒体纷纷炒作“中国领导世

（图 1）。1978 年，按当年汇率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界”“中国引领全球化”等话题。但是，在当今世界格

（GDP）占世界的份额只有1.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

局下，我国如何更加深入地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承担好

4.9%），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不到 1.5%；2015 年，两个

应该承担的世界责任，是需要仔细研究和妥善处理的，

数字分别已上升到 15.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 20%）和

也是需要创新理念和实施平台的。

13.8%。相应地，2010 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尽管当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等偏上

2013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5 年成为世界

收入国家，但仍处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之中，实现

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同时，我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

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世界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百年

（a: 1997年）

GDP（10 亿美元）
9 000
5 000
3 000
1 000
500

（b: 2015年）

GDP（10 亿美元）
19 000
12 000
5 000
3 000
1 000

图 1 世界主要国家 GDP 分布格局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② 乐施会全球贫富差距报告（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5/01-27/70097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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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看，近 40 年我国的经济崛起是 100 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最大的变化，也是 300 年来世界格局
变化中屈指可数的重大事件。根据经合组织原首席经济学家麦迪逊的估算，18 世纪初我国占全
球经济的比重接近 1/3，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该比重降至 4.6%，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也只有 4.9%
（图 2）。经过近 40 年的奋斗，按麦迪逊的计算方法，我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升至 20% 左
右。以重回世界强国作为参照系，我国当前的位置犹如爬山到半山腰。一方面，每向上一步都是
艰难的，容不得懈怠；另一方面，需要更加开阔的视野，放眼世界。
35

占世界GDP比重（%）

30
25
20
15
10
5
0

1700

1820

1870

1900

1913

1950

1960

1970

1978

199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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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图 2 中国经济总量 (GDP) 占世界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Maddison（2009）[3]，2015 年为作者估算值（深色为按官方汇率计算结果，加上浅色部分为按 PPP
法估算结果）

此外，经过近 40 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经济体系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首先，我国为取
得的经济增长成就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大气污染（特别是雾霾）、水体污染、土壤污
染、湿地消失、草原退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建
立一个资源环境可持续的经济体系刻不容缓。其次，从经济系统看，我国进入了“新常态”，
需要从要素高投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向依靠创新活动、更加重视国内消费拉动的多元化
福特主义

发展模式。无论是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都意味着经济活动的空间重组，特别

20世纪早期以美国福特公司

是全球尺度的空间重组。也就是说，我国转变发展方式，需要从全球尺度去谋划、在全球尺度

为代表创造的一种生产方
式，主要特点是大规模和标
准化生产，高度的内部专业
化分工和垂直一体化生产
（即大部分零部件在公司内
部生产）。

上去配置资源才能实现。事实上，这种空间重组已经拉开了序幕。2006 —2016 年，我国对外直
接投资从数十亿美元迅速攀升至 1 700 多亿美元（不含金融类投资）。保障我国大规模海外投资
的利益，并让我国的资本全球化惠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合作共赢，需要一个全新
的国家战略，一个面向全球的国家战略。

后福特主义
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
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

2 经济全球化的机制与局限性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产生的。正确理解该倡议的重要意义和作

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均具有

用，需要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及其局限性。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是制度、经济和技术

灵活性或弹性的生产模式。

力量共同作用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其中既包含有客观的动力也涉及到制度因素。从客观动

其突出特点是内部一体化生
产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零

力来看，一方面，资本积累具有无休止的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生产方

部件大规模“外包”的流行。

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让零部件“外包”日趋流行，这使得世界很多地区被紧密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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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

应链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全球生产网络。此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交通和通信技

指“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

术的进步，让跨越空间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产生了所谓的“时空压缩”。然而，

于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

这一切都只是创造了可能性，决定性因素是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相

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国际

信”自由贸易是有利的，纷纷拥抱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当然，这种将全球化的动力机制

想是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

区分为客观和主观的看法，源自于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即人类不是“经济动物”，有意愿

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

也有能力管理自己的需求与欲望。

国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

际货币体系，由西方主要国家

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核心思

的固定汇率制度。1973年，美

尽管“经济全球化”这个术语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才开始被广泛地使用，但经济全球扩张
的进程却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4]。第一次高潮出现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其主要表现形
式是殖民背景下的贸易扩张。当时，以英、法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国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殖民地
国家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将后者变成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形成了“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
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
主要宗旨是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
定和促进国际金融合作，职责是

心-边缘”国际分工。此时的所谓“自由贸易”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的不平等贸易。第二

监察货币汇率和贸易发展、提供

次高潮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其主要形式为技术进步推动的资本全球扩张。一方

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

面，电力、通讯、交通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跨越空间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催生

基金组织具有主导权。

了垄断资本主义。其结果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上升。例如，1900—1914 年，世界对外投
资总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430 亿美元。然而，这一时期资本的全球扩张仍然具有明显的殖民
主义色彩，不过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戛然而止。
“二战”后世界迎来了第三次经济全球扩张的高潮，其特征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
际经济合作机制和国际机构，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
定等，及其形成的汇率机制和自由贸易机制。尽管战后殖民地体系逐步瓦解，但历史上形成的

制度正常运行。美国在国际货币

关贸总协定
政府间缔结的关于关税和贸易
规则的多边国际协定和组织，
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
订，旨在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
垒，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充
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
产和流通。1996 年被世界贸易

“核心-边缘”模式仍然发挥作用，不平等的分工未能改变。在战后繁荣期，西方主要国家采

组织（WTO）正式取代。

取了凯恩斯主义政策，认为政府管制和干预主义措施是必要的。同时，由于当时这些国家经济

凯恩斯主义政策

繁荣，资本积累压力不大，流向海外的内在动力小。再加上“冷战”格局的影响，这一时期的

建立在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上的

经济全球扩张中贸易的成分远大于资本扩张，因而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结束了战后繁荣期，出现了严重的“滞涨”问题。为
了摆脱危机，以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纷纷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拥抱哈耶克

政策，主张政府加强经济调
控，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
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
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采取措施推动投资和贸易自
由化[5]。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向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彼得·迪肯称之为
[6]

“全球产业转移”的现象 。特别是，90 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呈现出
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危机迫使西方企业不断调整生产方式，从过去的垂直一体化、大
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方式，转向零部件“外包”、灵活生产的后福特主义方式。这使得供应链
逐渐拉长，零部件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分工愈来愈明显，带来了供应链贸易的大幅增长。例如，
尽管产业集群日趋流行，但当前东亚内部贸易中 70% 以上是中间产品的贸易。因此，发达国家
大规模对外投资、生产方式的转变、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流行，共同推动世
界正在成为一个愈来愈紧密的社会经济空间。这便是我们称之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现象，

新自由主义思想
由经济学家哈耶克在20世纪30
年代提出、后在70年开始流行
的一种社会经济思潮，其主张
与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新自
由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
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
性，主张市场化、私有化和福
利个人化；在国际政策上，强
调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
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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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经济全球扩张的第四次高潮。
纵观历史进程，资本空间扩张的本性是经济全球扩张的根本动力，技术进步是“催化
剂”，而国家管制和干预则是“闸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彩地论述过，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总会产生过度积累的压力，从而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而他也曾指出，技术进步和空间转
移可以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把马克思的思想发
展成为一套完整的解释资本积累地理机制的学说，其核心概念就是资本的“空间出路”[7,8]。哈
维认为，资本积累离开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难以维系，需要不断寻求“空间出路”，而交通和
通信技术的进步为资本空间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降低了其空间位移的成本。因此，无休止的
运动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资本积累“空间出路”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完美结合，
拉开了资本在全球尺度上进行大规模空间扩张的序幕，催生了经济全球化的出现。
华盛顿共识
在1989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由

由此可见，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全球化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当时遇到的“滞涨”问题而

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

打造的一套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其根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推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发

组织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

达国家不但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认为世界上存在一条“最佳”发展道路，这就是

国家的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政策
措施，主张私有化、放松政府

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这种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正

管制、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华

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产物，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陷入多年的经济衰退。在这方面，西方主流经

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标志
性政策产物。

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用数学模型论证自由贸易可以让
各国实现均衡发展，而现实却大相径庭（至少在很多空间尺度上如此）[9]。事实上，早在 19 世

谷物法案
1815年英国强制实施进口关

纪中叶，英国在废除本国的“谷物法案”后就鼓动西欧国家实施完全自由贸易，而仅仅 20 多年

税，规定国产谷物平均价低于

之后其他国家便感觉到利益受损，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9]。另外，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贸易

某种限度时禁止谷物进口，旨

的理论是基于平均个体认识论的，社会基层很容易被“平均”。这正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

在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该法
案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损害
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利益，于
1846年被废除。

得了巨大利益，而其基层民众利益受损的重要原因。
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是一套主要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
资本和大公司获得了巨大利益，而社会特别是基层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
题。此外，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
个导致“几家欢乐、几家愁”的过程。任由这套机制主宰世界经济治理，全球社会矛盾将日益
突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将难以实现。事实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一系列

黑天鹅事件
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
件，通常会引发连锁负面反应
甚至颠覆。17世纪之前，欧洲

“黑天鹅事件”，都显示出世界存在改革经济全球化机制的巨大需求。

3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包容性全球化

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
人们在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严峻的社会问题。近

惯常的思维模式被彻底颠覆。

期，美国退出 TPP 并计划撕毁多边贸易协定，使经济全球化似乎出现倒退趋势。但是，现代生

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赢
得美国大选被认为是“黑天鹅

产方式、全球生产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已经把世界上很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

事件”。

中有你，世界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完全的孤立主义和封闭时代。因此，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世界
需要的是改革经济全球化的机制，而不是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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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观察到，当今世界回荡着谋求改革的声音，

“开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理念，突出“共商、共

而改革尤其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模式。作为世界第二大

建、共享”的原则，把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放在首

经济体以及拥有成功发展经验的大国，我国应该为经济

位，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第五，遵循“和而不

全球化改革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从解决全球化负面效应

同”的观念，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

来看，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模式，需要顾及社会基层的利

求繁荣、共享和平。

益，需要让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延伸至更多的地区，需要

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

让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民众。而过去 30 多年的实践证

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这就是包容性全球化。从历史

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因此，

趋势看，包容性全球化可以视为经济全球化的 2.0 版本，

既要继承经济全球化有益的一面，也要进行改革。从根

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或许

本上讲，应该摈弃新自由主义思维，树立起“包容性全

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新的治理模式。

球化”的旗帜。而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和精髓；“一带一路”将成为
引领包容性全球化的一面旗帜[10]。

4 结论
世界在经历 200 多年的经济全球扩张后，在制度、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建“一带一路”

经济和技术因素共同作用下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而

就是用“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互利共

经济全球化在 30 多年后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赢。所谓“丝路精神”指在“丝绸之路”上薪火相传的

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关于经济全球化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

的争论很多，既有坚定的拥趸者，也有尖锐的批判者。

神。《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将

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国内外很多学

“秉承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

者和媒体呼吁我国去引领全球化。这种呼声从大方向看

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

是正确的，但是我国不能原封不动地去推动全球化的老

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

路。首先，不能忽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问题，应该

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区域合

正视这些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其次，我国获益于经济

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

全球化是因为我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市场力量与

架构”[1]。这其实正是“丝路精神”与经济全球化理念的

政府力量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继

有机结合，是开创包容性全球化道路的重要尝试。

续推动主要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新自由主义全球

“一带一路”建设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至少

化，不仅不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也与我国的社会制度

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理解。首先，应重视政府的作用，特

不相容。因此，我国应该用自己的发展经验去引领经济

别是在维系社会公平和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依

全球化机制的改革，为国际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赖市场机制解决所有问题；其次，推崇发展道路选择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基

多样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推广一条道路，即发达国

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内涵，向世界展示了全新的

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探

合作理念和合作模式。其精髓是“丝路精神”与全球化

索适宜的发展道路；第三，强调国家之间发展战略的对

的有机结合，其内涵是包容性全球化。三年多前，当我

接，寻找利益契合点，这并非仅仅满足资本“信马由

国提出并开始“一带一路”建设之时，没有人能够预见

缰”的空间扩张需要，将让更多地区受益；第四，坚持

到全球化形势会如此急转直下。当时，我国只是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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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经济治理“添砖加瓦”。现在

of Concept. Globalizations, 2014, 11(4): 417-434.

经济全球化进入“十字路口”和迷茫区，这在客观上使

5 Hudson R. Rising powers and the drivers of uneven global

“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development.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2016, 1(3): 279-

展和机制改革的一面旗帜，将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294.
6 彼得 . 迪肯. 全球性转变: 重塑 21 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 刘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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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is not only China’s new action to drive its open and global development but also its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refor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BRI’s core theme is to deploy the Silk Road Spirit (SRS)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while the SRS refers to the idea of pursuing “peaceful and cooperative,
open and inclusive,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and mutual beneficial and win-win situation”, which has passed on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on
the silk roads.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t a crossroad and needs a new philosophy to move on, the BRI is likely to offer a Chinese solution
to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refor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f so, it will lead the direction of
globalization towards more inclusiveness. In such a sense, the BRI is a call for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a new philosophy for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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